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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新界定翻译的概念，让我们有可能实现与非人类符号系统间的翻译转换。 翻译技术能够在具

有符号体系的生命体间传输生物文本（biotext）的意义，同时又不破坏它，因此生物学家的目标之一即是掌握

通过翻译技术理解生命体的生物学方法。有别于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生物翻译存在于生命体环境界间

信息传递的宏观层面上，既包括种内（intraspecific）翻译，有时又包括种间（interspecific）翻译。 把翻译界定为

环境界间的信息传递涵盖了语言翻译的概念，但就句法而言，生物翻译与人类的语言翻译具有一定差异，它

在较低的程度上呈现，因此，本文在生物语境中引入了前句法（prosyntax）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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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之间翻译的可能性

“通过吸收外在的力量，每个主体的身体都成为

了意义的接收者，接收来自意义载体的信息。习得的

旋律作为主题，在意义载体的身体中获得了形式。 ”①

如果说，第一，存在着人类符号以外的符号；第

二，我们有可能理解这些符号；第三，我们有可能恢

①Jakob von Uexkull. Bedeutungslehre. 1940,Verlag von J. A. Barth, Leipzig,p.54.

前 沿 论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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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这些符号，那么，我们和自然的对话就有着直接的、

非隐喻性的意义。在生物符号学的观点看来，在动物

传播中， 或者任何其他的生命系统传播中存在着符

号， 这提出了人类符号和其他生命体的符号的可译

性问题。

正如艾柯所说， 既然与自然交谈这句话经常以

反科学的方式被使用，要严肃地讨论这个话题，可能

会引起有些人的担心。但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人和

他的猫呆在一起时的平常情景，并且问问他，当他的

猫在朝着门口叫时，他是否明白它在看什么。如果他

能明白（这是可能的），他的理解和猫自己的意图一

样吗？ 很可能不完全一致。 当猫看到人朝门口走近

时，它看起来好像希望他把门打开。这可能和人的想

法一致，但无疑不是猫的全部思维。 由此，我们要相

信， 不同种族的生命体可以不通过交谈而相互靠近

一些符号，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

直接地提出问题： 动物的信息能否被翻译成人类的

信息吗？ ①人类的信息可以被翻译成动物的信息吗？

动物自己能进行翻译吗？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猫也许可能建构

出， 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的所指对象相互重合的

对象，而门（或者其他任何非生命的物体）则不能。

死亡的、有生命的、具备自我意识的（和表意的）

———这些概念无疑是非常明显而自然的特征———当

任何自然科学家在为术语下定义，或是建立模型时，

都不会青睐它们。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在理论发展

中，都越来越努力地试着逃离这些概念，同时又希望

能够对它们作出解释。因此，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可

以看到一个清楚的趋势，用热力学的、分子的、控制

论的术语来取代这些概念，而死亡、生命、意识和表

意变得越来越只具有隐喻的意义。 这些概念的圈圈

舞，把运作的科学术语圈，用同样动作从内转到外。

事实上， 要通过它们的机制来定义这些术语是

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它们是简单的范畴。 在运用

它们时是不容易出错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那些在

创造生物文本时运用它们的人是有生命的、 有自我

意识的、表意的科学家们，情况尤为如此。因此，如果

在生物学中发生符号学范式的改变， 这些简单的范

畴就会被当作操作术语来使用。而且，符号学话语的

许多术语也能被用于生命科学上。

发展生物符号学的理由之一， 就是试图在符号

学方法和概念的运用和帮助下， 为复杂的现象找到

更为简单的解释。为了找到有机符号系统的入口，这

一目的就预设了我们要了解符号在自然中是如何被

创造和翻译的。

翻译，如人们所做的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

通常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过程。因此，大部分的文

学翻译理论都停留在这个框架之内。 如果将这个概

念运用于无意识的过程， 即考虑到存在着无意识的

翻译，区分这两种主要的翻译类型就是合情合理的：

前翻译（protranslation）和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
或 者 我 们 也 可 以 称其 为 生 物 翻 译（biotranslation）和

语言翻译（logotranslation）。 在非生命体中没有翻译。

真正的翻译是有意识的翻译， 与之相对的是无意识

的翻译，后者仍然是生命过程。每一个有意识的翻译

都假定了无意识的成分，即：每一个真正的翻译都假

定了生物翻译。

一方面，真正的翻译是指导下的活动，它形成了

解释层次的框架并且决定了主导者（可以是原文、翻

译或读者）。 在此基础上，翻译方法是作为一套技术

程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对文本的阅读和翻译源自

于满足感，即认出了节奏和比例等。阅读的方便取决

于感觉的激活———翻译越是有栩栩如生， 越是在时

空上一致，阅读起来也就越容易。 比方说，翻译的新

手最显而易见的失误就在于关注时态的使用， 这或

许会破坏文本的连续性。然而，译者中有一些人可以

依靠直觉，通过节奏和语调去感知原文本的细节，而

不用识别技术问题。 一些文本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

①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语言……是一个其他所有的符号系统可以在其中被翻译的符号系统。 ”(19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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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敞开。 对语言文本，或许可以说，在离散和连续

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体中，后者更为重要。词语中的错

误可以被替代， 而感知中的错误或许会要求新的翻

译。 “关于个别符如何交换和联系的理论，这必须由

符号如何共同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的概念来补

充。 ”①

按照乌克斯库尔、 西比奥克、 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和其他人的看法，我们假定，生命体的环

境界是由符号组成的。 环境界可以被看作生命体的

个人语言域，生命体自己的、相当封闭的语言域。 或

者，更为普遍的是，考虑到也有简单的环境界———环

境界是存在于生命体的符号系统内部的世界， 即生

命体的符号世界。 或者， 更具体的是， 如果将语言

（language）和 言 语（parole）进行 区 别，那 么 前 者 就 是

计划，后者就是环境界。应当承认，既然任何自然的、

运作中的符号系统都可以被视为世界的某种模式，

将环境界理解为个体符号系统的行为， 和将环境界

理解为世界的模式并不矛盾。

因此，我们可以对翻译的定义进行概括，认为翻

译也意味着， 使一个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和另一个

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相对应。 此外，这些环境界必须

要拥有相似的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
这里有两个生命体 A、B（和它们的环境界）。 让

A 包含符号 a，而 B 包含符号 b。 让这两个符号都有

某种行为上可辨认的再现。 这就意味着，当 A 辨认

出 a 时，代表了行为 a’；而 B 辨认出 b 时，代表了行

为 b’。
为了让翻译有可能出现， 两个环境界之间必须

有某种关联或者重叠。这通常被称为信息或文本，它

们被发送出去，而且应当是可理解的。 比方说，在我

们 的 例 子 里，将 a’称 为 在 B 的 环 境 界 中 可 辨 认 的

信息。

如果 B 将 b 和 a’分为一类，即 同 属 一个 范 畴，

我们就可以说 a 被翻译成了 b。 此外，这要求 A 和 B
拥有一个相似的 功 能 圈，a 和 b 属于 这 个 相 似 的 功

能圈。

对作为观察者的我们而言， 如果 a 和 b 具有我

们可以区别为 av 和 bv 的符号载体（sign vehicle），即

某种物体，那么这种情形就是可观察的。 那么，在操

作上，我们可以观察到：av 和 bv 导致了行为 b’。
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例子： 有一只猫和两只不

同种类的鸟———凤头山雀和褐头山雀。 它们所属的

物种不同， 具有自己的物种所特有的环境界和符号

系统。 如果两只鸟中的任何一只看到猫靠得太近了

都会飞走。现在我们想想这样的情景：两只鸟在房子

角落的边上靠得很近，各自觅食。 当猫走来时，凤头

山雀可以看到它， 而褐头山雀在拐角处， 因此看不

到。 凤头山雀发出警报的叫声并飞走了，褐头山雀在

听到警报声后也飞走了。

考虑到上文给出的定义， 我们可以说褐头山雀

进行了翻译， 将凤头山雀的警报声翻译为自己可能

有危险。

如果这样的翻译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在两个方

向上都是可能的， 那就可以被称为个体间的符号系

统（interindividual sign system）。 在我们举的例子中，

考虑 到 凤 头 山 雀 和 褐 头 山 雀 都 互 相 辩 认 出 了 警 报

声，它也是种际符号系统（interspecific sign system）。
一个符号系统要被称为一种语言， 我们就假定

它具有其他的特征———除了将它定义为一种专门类

型的符号（句法符号）的存在，除了某种符号之间的

关系之外，它不指涉他物。考虑到动物的传播系统普

遍不包含句法，我们应当说，除了人类之外，动物的

符号系统都不是语言。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没有

句法的符号系统中，翻译是可能的。

应当承认，对于句法存在着更广义的理解，即，

将 同 一 个 符号 系 统 中 范 畴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解 释 为 句

① Elizabeth Mertz.Beyond Symbolic Anthropology：Introducing Semiotic Mediation?, in E. Mertz, R. J. Parmentier (eds.),
Semiotic Mediation：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985, Academic Press, Orlando: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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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使在这些范畴的功能类型（如动词和名词）之

间没有分别。事实上，分类的过程就假定了范畴之间

的关系———没有关系，两个东西就不能彼此分别。我

们可以把句法的这种宽定义称为前句法， 把它和句

法区分开，因为句法通常是谈到人类语言时所用的，

而前句 法一 词 是 毕 克 顿（Bickerton）所 使 用 的，也是

我们在这里用到的。

在语言翻译的情况下， 人类进行翻译的情形是

如此清楚，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人类身体普

遍结构的相似性是可译性的必要条件。①而在不同物

种的翻译中，这种条件变得非常重要。当我们问到翻

译是否充分时②———这可能是在没有句法的（也就是

前句法的）符号系统中的难题，它看起来好像是个表

意问题。判断翻译存在的一个可能标准，就是被发送

符号的继续存在（在起作用）和对它们的辨认的反应。

奎因（Willard v. O. Quine）曾 指 出，将 语 言 翻 译

为丛林语言，或对丛林语言进行翻译是可能的，在这

种情况下，翻译可以是在整个文本层次，而非单个符

号的层次上的成功。或者按乔姆斯基所说的，语义或

许先行于句法，由于深层结构的存在，它可以获得翻

译性。

翻译是意义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

的传播。 因此，术语翻译的运用，需要两个可辨别的

符号系统。 在语言的状态下，这常常是可能的，不会

造成大的问题。 要识别由不多的符号组成的简单的

符号系统，这就难得多，尤其是当一个系统中的一些

符号是和其他符号系统共有的。例如，如果其他种族

发出的警报和自身种族发出的警报是不能区别的，

它们就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 因此不需

要翻译来传播意义。但是，如果生命体发出的警报声

和其他生命体是有区别的， 就存在着不同的环境界

和由此而来的环境界之间的翻译。 如果连这也不能

区分， 那么说明这些生命体有着同一个环境界，当

然，它的物理表现有可能是成群的。

将翻译定义为环境界之间的传播， 这就将翻译

作为语言之间的传播的概念普遍化了。我们希望，这

不仅能够使翻译学的一些成果可能运用于生物学，

而且，我们也相应地强调了文化翻译理论中的、一些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基本方面，比如倾向于个人的、

由个人所引导的翻译。

二、对生物学而言的符号概念

既 然 我 们 对 生 物 翻 译 的 陈 述 用 了 符 号 这 个 术

语，就需要详细说明这个与我们的语境相关的概念。

尽管在近十年的生物符号学著作中， 符号的概

念被用在许多的生物学例子（包括细胞内过程）上，

但是，某物在生物条件下要成为符号，这需要什么假

设，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清楚的说明。 由此，

在进一步对生物学领域内的翻译进行分析之前，我

们需要对符号的概念进行阐述， 以使它对生物学而

言变得更有操作性。

对生命体而言，什么时候一个未知的因素 X 会

作为符号出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显然有很多

不是符号的因素，对生命体产生影响。 比方说，温度

从 20 摄氏度降到 17 摄氏度， 这会对草履虫体内的

许多活动的速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而这种温度变化

似乎并没有被生命体识别为符号。另一方面，同一只

草履虫可以从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中辨认出它能够

吞噬的细菌。 （这个例子是乌克斯库尔描述的）。

如果 一 个 因 素 X 通 过 历 史 发 展 的 符 码 导 致 了

某一行为，而这一行为又（通过另外的符码）被生命

体 A 所识别， 属于受因素 X 影响之下的同一个 范

畴，那么 X 对于生命体 A 而言就是一个符号。

用乌克斯库尔的术语来说，符号是特性（Merk-
mal）和功能表意（Wirkmal）的统一体。 这就意味着，

只有当“某物如何被感知”、以及“引起什么反应”被

生命体归为同一范畴时，它对该生命体而言才是符号。

（感知和运动的）范畴都是建立在类似的符码之

①在残疾人中仍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一些当代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类似问题得到过讨论。
②这非常重要，因为错误的翻译和不翻译是无法辨别的，尤其是在我们想要分析的非人类的情形中。

18



上的，而识别被视为是数字性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可以直接地把符号二元性的概念作为某物成为符号

的条件。

由此， 如果我们用更经典的关于符号的符号学

术语，即所指和解释项，来表达乌克斯库尔的研究方

法，或许可以说：符号是记号（Merkzeichen），所指是

感知（Wirkzeichen），解释项是功能圈（Funktionskreis）。
这 也 和 罗 兰·波斯 纳（Roland Posner）在 写 到 莫 里 斯

和米德时， 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非常一致的：“符号

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出现在行为的定向阶段中的刺激

来 发 挥 的……符 号 的 对 象 主 要 是 刺 激 所 满 足 的 物

体， 它出现在行为的完成阶段……解释者主要是施

动者通过所指的完成而消除刺激的布置。 ”①或者像

托尔·乌克斯库尔所说的，“在符号=意义载体+意义

和 意 义=对 意义 应 用 者 的 指 涉 这 一 简 单的 公 式 中，

‘意 义’在 将 不 同 类 的因 素 纳 入 一 个 整 体（符 号）中

起到了中心作用。……由此，意义变成了处理意义使

用的‘戏剧事件’……通过这种方式，符号忽然有了

生命。 ”②

意义传播的一个特例，就是模仿。 塞西莉亚·海

斯（Cecilia M. Heyes）将 模 仿 定义 为 一 种“个 体 在 观

察同种的行为 X 时，要求具有行使和 X 在拓扑图形

上相似行为的能力。 ”③亚当·迈克洛斯（Adam Mik-
losi）则指出，“要出现‘真正的’模仿，观察者需要辨

认出示范者的目的，并且意识到只有通过复制另一个

动物的行为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复制并不包含

辨认出被称之为‘拟态’或‘反应助长’的目的。 ”④（由

此，在对符号进行复制和翻译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

三、作为翻译的遗传

在必要的初步思考之后，现在，我们要进而讨论

一些作为生物翻译的生物学例子。

关于语言翻译，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父母对孩子

的教育和培养，其中，父母的个性会翻译成为孩子的

个性。同时，参与这一过程的基因的、后天的、行为的

和语言的成分可以被辨别出来。 它们是不同类型的

遗传，或者说是不同的遗传系统。

考虑到遗传系统是在翻译过程所必需的一般条

件框架中运行的， 这一情况或许会允许我们将翻译

理论的原则运用到生物遗产系统上。换言之，我们接

下来要做的，就是使用拓展了的翻译学理论概念，为

遗传提供一个符号学分析梗概。

首先，我们要说明遗传这个术语适用的范围。我

们在这里指的是， 存在着在其他的模式序列上产生

的模式序列，而且，这种生产需要符码。除此之外，我

们还假定， 每一个模式都至少是可能参加了翻译之

外的传播过程的。我们也假定，这些模式的生产是由

一个生命系统进行的。

父母与后代之间相似的现象可以通过以下事实

解释：（一） 父母的 DNA 被复制， 并传输给了子女；

（二） 生命在建造自己的大部分细节时， 都使用了

DNA 模式。 这是新达尔文生物学使用的基因范式的

核心。

DNA 的复制，不管是在植物繁殖情况下的完全

复制，还是性别繁殖中的混合复制，都不意味着父母

和后代在结构层次上共享的同样的 DNA，它们在功

能的层面也是同样的。

对新生命体产生有用的并不是结构基因组，而

是功能基因组。 功能基因组是生命体所理解的 DNA
的一部分， 也就是用于以某种方式组成酶和核糖核

酸的 DNA 的一部分。

伊娃·亚布隆卡（Eva Jablonka）主编的著作区分

①Roland Posner，Charles Morris and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 In M. Krampen，K. Oehler，R. Posner，T. A.
Sebeok，T. v. Uexk.ll （eds.），Classics of Semiotics，1987，Plenum Press，New York.，p.28.

②Thure von Uexkull.The Sign Theory of Jakob von Uexkull. In M. Krampen，K. Oehler，Biotranslation：Transla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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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Cecilia M Heyes.Imitation, Culture and Cognition，1993，Animal Behaviour 46，p.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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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种遗传系统：后天的（EIS），基 因的（GIS），行 为

的（BIS）和语言的（LIS）。 相应的，信息传播的方式也

包括：细胞结构和代谢循环的再生（EIS），DNA 复制

（GIS），社会习得（BIS,LIS），后者以象征为基础。这些

遗传系统将变异从一代传往下一代， 而变异则包括

细 胞 形 态 （EIS），DNA 基 础 序 列 （GIS）, 行 为 模 式

（BIS）和语言结构（LIS）。 比如，在染色体上有一些分

子记号（亚甲基），它和基因表达有某种关联。如亚布

隆卡和其他人所证明的， 这些记号可以把信息从一

代传给下一代（顺便提一下，是通过母系传播的），而

不对 DNA 作出任何改变。 事实上这些记号是可逆

的；但是，它们可以存在于好几代之间。

除此之外，确定环境的作用也很重要。 例如，生

命体的行为模式可能会随着它生活的环境而变得不

同，这就意味着，一些特定的模式是和特定的环境相

关联的（或者说局限于特定的环境）。因此，如果环境

限制持续下去，或许，通过 BIS 遗传的只是在特定条

件下使用的行为。所以，环境条件的稳定性是遗传系

统的必需部分，是信息代代相传的载体的一部分。

与生物演化的基因中心论 （genocentric view）相

反， 几个独立的遗传系统之间的区别使 GIS 无法解

释演化中发生的一切，这一事实是明白无疑的。我们

也应当考虑到，环境的变化或稳定性（即环境信息）

也是遗传的必须要素。任何这些遗传系统内的变化，

都具有演化上的重要性。

现在， 要将遗传系统作为影响从父母的环境界

到后代的环境界之翻译的系统来观察， 我们需要找

出，生命体的环境界中有没有类似于 DNA 之物。 既

然在多细胞动物的行为功能圈层面上看来， 它是不

存在的， 我们就得转向细胞内的层次——微符号过

程（microsemiosis）领域。

事实上， 在细胞的层次上，DNA 之于功能圈是

构成性的。一个受精卵成长为成年的生命体，是在解

释它的 DNA，就好像一个读者（或译者）在解释不是

由他/她自己创造出来、 作者或许 已 经 逝 去了 的 文

本。霍夫梅耶在 DNA 和符号载体、个体轨迹和对象、

受精卵和解释项之间建立了一致性。 “受精卵理解

DNA 的信息。 也就是说，它将其理解为建造生物体

的指令，由此完成了个体轨迹。①但是，这个例子似乎

需要更多的细节描述。

也就是说， 这里所说的功能圈是基因表达的功

能圈。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可以识别出 DNA 的

一些模式，产生多肽和其他的识别后果，而且作为这

种行为的结果，要么继续对 DNA 进行解释，要么就

对其置之不理。

在这里，我们在运用翻译概念的主要问题，似乎

就是范畴化。 一方面，存在着基因符码，它是历史过

程的结果， 不是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法则可以推断出

来的；另一方面，基因表达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只

是纯粹偶然匹配的结果，这还不太清楚。

在感知范畴化的情况下， 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发

现的意义的增值和无意义的不增值， 形成了不连续

的范畴。能够有类似于“作为单位的基因”的某物吗？

我们 使 最 终 答 案 保 持 开 放 性， 也 许 我 们 会 注 意 到

DNA 的不同模式、或者说基因组的不同地址可以被

有 选 择 性 地 用 于细 胞 的 基 因 表 达 系 统 （或 受 其 抑

制），而且，存在着将其视为与范畴化相似的可能。

如果基因表达不是仅由基因自身、 而是由细胞

进行的解释过程决定的， 而且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

进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其间有一个符号

过程。如果除此之外，一个细胞的基因组的解释方式

可以被传播到另一些细胞的解释方式中， 我们就有

理由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翻译。

父母生命体对基因组的解释， 可以被传达给后

代生命体对基因组的解释。在生物学上，这是由基因

和后天的遗传系统共同作用而造成的。 如果翻译的

意义和上面给出的定义一致，它就可以被称作翻译。

要被接收细胞完全解释， 基因组自身的传播往

往是不充分的：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基因组自

身传播之外，还需要许多外在的信息。 因此，我们认

①Jesper Hoffmeyer.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1996，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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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系统 （EIS and GIS） 在形成同一个遗传系统

时，必须被放在一起。 但是，如果后天系统自身很相

似，在细胞的基因组被替换的实验中，有时候细胞就

仍有可能会对基因组进行翻译。 它和这样的情形类

似：由于另一个文化和我们的文化的相似性，尽管我

们对该文化一无所知， 它的文本仍旧有可能部分地

被我们所理解。

行为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可以通过行为和语言遗

传系统进行传播。 由此， 行为和语言符号得以被翻

译。相应地，行为遗传系统和语言遗传系统是翻译的

不同形式。

在近几十年的分子生物学中，“翻译” 这个术语

是被最为普遍使用的词之一。它的定义是“接收由信

息核 糖 核 酸 编 码 的 基 因 信 息 的 蛋 白 质 合 成 中 的 步

骤，被用于合成多肽链。 ”①事实上，当它被运用于蛋

白质合成中特定的步骤时，它是一个比喻，并且应该

继续作为一个比喻。然而，同一个过程无疑是生物翻

译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中，子细胞对从母细胞继

承而来的基因组进行了解释， 但整个过程比分子生

物学所说的翻译要丰富得多。

四、翻译符号学的功课：进一步的问题

人类语言的翻译活动， 普遍预设了译者懂得两

种语言———他 ／ 她所翻译的语言和所要译成的语言。

我们很难在任何生物学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因此，

在我们谈到生物翻译时不会使用这一预设。

但是，真正的翻译和生物翻译之间的区别，并不

像一眼看去那么严格。 首先， 即使对源语言所知甚

少，翻译也无疑是可能的；其次，很难划出翻译和非

翻译的界限；再者，就像上文中两种不同种类的山雀

的例子那样，一个物种的警报声（由其他不同的物种

发出的警报）。可以被另一个物种的符号系统解释出

部分的含义。

另外， 源语言与翻译语言必须不同———没有分

界，也就没有翻译，而只是重复的阅读，仅仅是反复。

反方的观点则认为，即使源语言和翻译语言相同，也

可以有翻译，因为环境界（包括同一个物种的个体的

环境界） 是不同的———如果环境界是同样的， 那么

（如洛特曼 1978 年所强调的）交流就不存在。 因此，

每一个感知到的、 使源自于另一个环境界的信息在

自己的环境界中变得可理解的传播， 都假定了翻译

的存在。

下一个问题关注的是：任何信息中的、没有句法

的翻译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人

类和其他动物的传播系统在丰富性上有着差别，很

大原因是由于后者没有句法，但这或许并不意味着，

后者就不能翻译。 事实上，句法组织了复杂的信息，

对翻译非常有帮助。然而，对意义的正确辨认或许是

以对语境、对深层结构的辨别为基础的，因为如同伯

格兰德（R. de Beaugrande）所观察的，翻译中的对等

性不是必须由词语或语法的建构而获得的， 而是由

交流情景中的文本功能所获得的。

在视觉交流的情况下， 动物交流句法的缺乏也

会受到质疑，因为在视觉交流中，动物（当它们成对

或成群地运动，或者互相争斗时，包括同一物种和不

同物种的交流，如捕食者和猎物）可以以高度的精确

性调整它们的动作。 一个动物对另一方以运动再现

的视觉符号的分析， 或许在原则上除了前句法因素

外，还包括了句法因素。

句法符号所在之处可能会形成类似的功能，比

方说通过进行交流的动物社会地位的不同， 或者通

过行为动作的等级性。 这可以和没有对等物的创新

性文本的翻译相比较，而且可以用符号（如标题、题

词、导言或设计）做出标记，来引导它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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